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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肯定盛唐诗歌，批评宋代诗人的

创作，云：“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，遂以文字为诗，以才学

为诗，以议论为诗。夫岂不工，终非古人之诗也。”[1](P26)严羽

所谓的“以才学为诗”，被后人理解为主要就是指在诗歌创

作中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，要求作者能熟练运用各类书籍

中的语言材料，并加以改造，使之与诗意完美融合，用之犹

如己出。苏轼、黄庭坚都主张创作须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。

苏轼《题柳子厚诗》云：“诗须要有为而作，用事当以故为

新，以俗为雅。”[2](卷 67)《山谷内集诗注》卷十一《再次韵杨明

叔诗序》云：“盖以俗为雅，以故为新，百战百胜，如孙吴之

兵；棘端可以破镞，如甘蝇飞卫之射。此诗人之奇也。”[3](卷

12)苏轼认为“用事”要“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”，用事亦即用

典。黄庭坚未专指用典，但所言“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”却和

灵活化用古今各种语言材料大有关系。

被严羽称为“元祐诸公”的苏、黄、陈等人在创作中表

现出“以才学为诗”的特点，相应地，宋人在对他们的诗集

进行注释时就需要“以才学为注”。注者在注释时须将诗人

化用在诗歌中的事典、语典一一注出，难度极大，极需才

学，故对应于诗人的“以才学为诗”，我们将这一现象统称

为“以才学为注”。

宋人“以才学为注”主要是指本朝人为本朝诗集作注，

宋人注宋诗最有名者是对王、苏、黄、陈四家诗集所作之

注。其时注本朝诗集风气极盛，如注东坡诗就有《八注》、

《十注》之说[4](P2833)。这些注释作品至今尚有不少流传，如任

渊《山谷诗内集注》、《后山诗注》，史容《山谷外集诗注》，史

季温《山谷别集诗注》，李壁《王荆公诗注》，胡穉《简斋诗

注》，等等。

一、“以才学为注”的具体做法

1. 释事解典。加达默尔《真理与方法》指出：“对在对话

中要出现的事物所具有的理解，必然意味着他们在对话中

已获得了某种共同的语言。”[5](P120)注者进行注释，也就相当

于同作者进行对话，而要与王、苏、黄、陈等诸位才富学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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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诗人进行对话，要具备与他们共同的“某种语言”，其难

度可想而知。在宋人的诗注里这类对注疏难度描述的材料

很多。钱文子《薌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》云：

夫读古人之书，得之于心，应之于手，固非区区采之简

册而后用之也，而为之注者，乃即群书而究其所自来，则注

者之功宜难于作[3](P499)。

要一一探寻作者所引材料之来处，已属不易，更何况高明

的作者有的引用犹如己出，因此，注者注释的难度甚至超

过作者创作的难度，这也确是识者之言。但是注者与作者

依然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性，只要他们可以如伽达默尔所说

的那样拥有“某种共同的语言”。

美国学者赫施认为：“诠释者的首要任务，就是在自己

身上重建作者的‘逻辑’，重建他的态度，他的文化教

养———简言之，他的世界。即使这一证明过程高度复杂和

困难，最后的证明原则却非常简单，那就是对说话者作想

象中的重建。”[6](P243)同样，对于宋代的这些阐释者而言，他

们如果想要能够完美地进行阐释，首先就必须具备与作者

相当的才学，然后才能真正完成与文本的对话，与作者的

对话，大致相等的才学，可以理解为即是他们对话的共同

语言。史容为了注释《山谷外集》，“上自六经、诸子、历代之

史，下及释老之藏、稗官之录，语所关涉，无不尽究”。最后

“于山谷之诗，既悉疏理，无复凝结，而古文旧事，因公之注

发明者多矣”[3](P499)。《薌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》其注诗的

过程颇类似于“以才学为诗”的创作过程，也正因为如此，

史容注诗之时多有发明，尽管山谷诗中经常引用一些冷僻

材料。

赵夔《注东坡诗集序》云：

东坡先生读书数千万卷，学术文章之妙，若太山北斗，

百世尊仰，未易可窥测藩篱，况堂奥乎！然仆自幼岁诵其诗

文，手不暂释。其初如涉大海，浩无津涯，孰辨淄渑泾渭？而

鱼龙异状，莫识其名。既穷山海变怪，然后了然无有疑者。

崇宁年间，仆年志于学，逮今三十年，一句一字，推究来历，

必欲见其用事之处。经史子传，僻书小说，图经碑刻，古今

诗集，本朝故事，无所不览。又于道释二藏经文，亦常遍观

抄节，及询访耆旧老成间，其一时见闻之事，有得既已多

矣。顷者，赴调京师，继复守官，累与小坡叔党从游至熟，叩

其所未知者，叔党亦能为仆言之[4](P2831)。

赵氏自叙其诵读苏轼诗文的前后变化过程，其实亦是其才

学积累之过程，其不但阅读各种书籍，而且访诸“耆旧老

成”，以便得到与作者或文本相关之事，并且还与苏轼幼子

苏过交游，常相请教。赵夔注苏诗的过程确实相当于赫施

所说的“对说话者作想象中的重建”的过程。尽管开始时才

疏学浅，“如涉大海，浩无津涯，孰辨淄渑泾渭？而鱼龙异

状，莫识其名”，其时虽尚难窥测作者之藩篱；但是，“既穷

山海变怪”，等到阅历丰富，学识宏博，才学积累到与作者

相当程度之时，再来阅读苏轼诗文，“了然无有疑者”，已可

直睹作者之堂奥。可见只要积累与作者相当之学问，双方

即可以进行平等对话，完全可能对诗歌进行注释。如《和答

钱穆父咏猩猩毛笔》[3](卷 3)是黄庭坚的一篇代表作品，其运

用典故之多、手法之高明，如不借助注释，一般读者根本难

以了解其妙处。全诗虽只有五言八句四十字，但任渊在作

注时，一共涉及到了 17 种书籍，其中《晋书》和《文选》还出

现两次，所引语言材料多达 16 条，共 600 余字。可以设想，

如果没有任注，黄诗几乎难以理解，正是通过任注，才可以

获晓黄诗中那些丰富的内容和巧妙的手法。

同时，以才学为注，乃是本朝人注本朝诗，注者去作者

未远，因此，他们获取诗歌创作的缘起或者本事有着得天

独厚的优势。他们结合史料，联系本事，再依此来对典故进

行阐释，就挖掘出了典故背后所蕴藏的深意，同时也展示

了作者高明的用事技巧。如苏轼《送刘攽倅海陵》诗云：“君

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，莫夸舌在牙齿牢，是中惟可饮醇

酒。读书不用多，作诗不须工，海边无事日日醉，梦魂不到

蓬莱宫。秋风昨夜入庭树，蓴丝未老君先去。君先去。几时

回？刘郎应白发，桃花开不开。”[7](卷 3)诗中多引事典和语典。

开篇引用阮籍和张仪二典，似指不应多言，可多饮醇酒。但

通过阅读题下施注，对诗意理解就深刻多了，注曰：“刘攽，

字贡父，临江新喻人。与王介甫论新法不便，介甫怒，斥通

判泰州。”[7](卷 3)通过施注，可以知道刘攽因为论新法之不

便，激怒王安石而被贬海陵通判，这样读者就清楚了苏诗

所引典故乃是针对时事而发，极有深意，而非泛泛资书炫

耀学识。又如《送刘道原归觐南康》，施注曰：“此诗端为介

甫而发，以孔融、汲黯比道原，曹操、张汤况介甫。又云‘虽

无尺箠与寸刃，口吻排击含风霜’，益著其面折之实也。”[7]

(卷 3)这里今事与古事融为一体，如盐如水，读者也是通过注

本方能领略诗人化用典故议论当今之事的巧妙手法，并由

此而理解诗歌的深意。正如汪辟疆先生所说：“宋人如施元

之注苏，任渊注黄、陈，李壁注荆公，胡穉注简斋，以宋人而

注宋人诗，故注中于数典外皆能广征当时故事，俾后人读

之，益见其用事之严。”[8](P870)

由上可知，只要注者积累了与作者相当的渊博学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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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可以对作者的世界作想象中的重建，和作者进行有效对

话，进行文本阐释时旁征博引，“沿波讨源，虽幽毕显”[9](卷

10)，不但能注明典故出处，同时还联系作者当世之事，将典

故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揭示出来，这样就将作者用事之巧妙

和文本之后的幽隐之意相当精彩地展示在读者面前。

2. 主观心解。张隆溪《道与逻各斯》一书中对赫施的意

图论阐释学进行了批评，认为其包含着一种来自批评家的

主观性因素，因而不可能成为赫施所要求它成为的“客观

性批评”[10](P194)。但是不同于赫施的意图论阐释学，宋代的这

些注释者在通过对文本进行笺释的同时，他们并不排斥注

释者的主观性，而是充分肯定注释者的主观参与。

任渊《后山诗注目录序》：“读后山诗，大似参曹洞禅，

不犯正位，切忌死语，非冥搜旁引，莫窥其用意深处，此诗

注所以作也。”[11]《后山诗注》卷首任渊认为阅读陈师道的

诗作的过程类似参禅，通过“冥搜旁引”，对诗作引用材料

进行阐释，最后方可悟得文本之后深藏的作者用意。

魏了翁《王荆公诗注序》：“石林李公曩寓临川，嗜公之

诗，遇与意会，往往随笔疏于其下。……则诗注之作，虽出

于肆笔脱口，若不经意之余，而发挥义理之正，将以迪民

彝，厚世教。”[12](P1)魏了翁指出李壁注王安石诗作之时，重己

之意，强调自己的主观性。

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宋人注杜诗之中。黄希、黄鹤《补

注杜诗》卷首吴文《补注杜诗跋》：“山谷尝谓：老杜作诗，无

一字无来处，第恨后人读书少，不足以知之。今生乎数百载

之后，欲探古人之心于数百载之前，凡诸家笺注所未通者，

皆断以己见，自非胸中有万卷书，其敢任此责耶？”[13](P4)黄氏

在笺注时遇有他注解不够通达的地方，都运用自己的经验

进行裁断。

到清代，仇兆鳌注杜诗“广搜博征，以讨其典故”，但

同样重视“反覆沉潜”。《杜诗详注序》云：“是故注杜者必反

覆沉潜，求其归宿所在，又从而句栉字比之。庶几得作者苦

心于千百年之上，恍然如身历其世，面接其人，而慨乎有余

悲，悄乎有余思也。”[14](P2)仇氏认为在旁征博引、探讨典故源

流之后，还须借助“反覆沉潜”，由文本而后进入作者的世

界，得作者千百年之前的“苦心”。这就将客观笺注和主观

心解完美结合，作品阐释的任务也就顺利宣告结束。

二、“以才学为注”出现的原因

通过考察，笔者发现，宋代“以才学为注”的阐释学方

法的出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：

1. 文本原因。按说宋人理解本朝诗歌，基本不存在时

间和空间距离的障碍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从王安石

到苏轼、黄庭坚，以才学为诗可谓臻于极致。他们本人往往

既是诗人，又是学者，有多方面的成就，他们以才学为诗相

号召，并且身体力行。严羽批评近代诸公以才学为诗，主要

就是指元祐诗坛苏、黄、陈等人诗歌创作中大量用典，“其

作多务使事，不问兴致”[1](P26)。

考察苏轼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陈师道等人的诗歌以后可

以发现，他们博览群书，都以才学为诗，所资之书则无所不

包，出入经史子集、儒道仙佛、稗官杂谈，极为广泛，且消释

贯融，用事深密。因此，一般读者就颇难理解这类作品，“后

生晚学此秘未睹者，往往苦其难知”[3](P4~5)，“习其读而不知

其所由来”[12](P1)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为了一般读者能顺利阅读

文本，理解文本，本朝人注本朝诗就很有必要，“以才学为

注”的阐释方式就应运而生。

2. 孟子尚意阐释学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。儒家传

统的言意观一直对言辞抱着充分的信任，认为言辞可以表

达思想；同样，这种信任其实也包含着一种对理解和阐释

的信任，即认为通过言辞的理解和阐释，也可以发现文字

中蕴含的思想和意义。

《尚书·尧典》的“诗言志”认为“诗”是可以表达“志”

的，同样，后人读“诗”，也就应该可以凭借文本领会诗人所

言之“志”。我们再看《论语·八佾》记载的一段话：

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

不足征也；文献不足故也，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[15](卷 3)

文指书本记载，献指耆旧言论[16](P1)。根据考察，“在‘文

献’”一词中，‘文’（典籍）的重要性要超过‘献’（贤人）的重

要性”[17](P28)，所以，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，孔子认为如果典

籍材料足够充分，那么他就可以对夏礼及殷礼进行征引并

能予以评说。这里依然包含着一种思路，即孔子认为，考察

“文”，则可以“言”，也就是，如果典籍保存至今，那么就可

以对其进行阐释，显示了对“文”阐释有效性的充分信任。

在此基础上，孟子提出的“以意逆志”继承了上述传

统，他认为回到作者之志是一切阐释的目标，并对阐释的

有效性保持充分的信任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，“以意逆

志”是一种“尚意”阐释学，但同时，“以意逆志”又隐含着阐

释作者之志需要依赖于读者的主观推测，这也就承认了不

同读者推测的合法性。宋代“以才学为注”注重客观笺注，

旁征博引，但同时不废阐释者的主观参与，断以己意，与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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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的影响不无关系。因此可以说，孟子的尚意阐释学给宋

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。

同时，宋代经学阐释学的观念对宋代诗歌阐释影响极

大，经学阐释者“怀疑批判‘正义’的权威性及其所据‘五

经’文本的神圣性，力图把握圣人著述的原初‘本意’，由

此而重新发明经典的原初‘本义’”[17](P206)。以《诗经》为例，宋

人自欧阳修等人对《诗经》本义的追寻开始，他们相信通过

对《诗经》文本的研读，可以重新把握《诗经》文本中客观存

在的本义。

孟子“以意逆志”的尚意阐释学及宋代经学阐释学观

念让宋代“以才学为注”者认为，诗可以解，通过典故的破

译、解释，可以考察文本的本义，可以知晓作者的意图，他

们相信自己的阐释是有效的，是可以回到作者原意的。赵

夔 30 年间为注苏诗，遍读群书，苏诗之“一句一字，推究来

历，必欲见其用事之处”，“然后了然无有疑者”[4](P2831)，就是

认为自己把握了文本之义，这是阐释者自己的看法。再看

读者的反映，许尹在《黄陈诗集注序》中指出任渊注解黄陈

二家之诗，“为原本立意始末，以晓学者”，“予尝患二家诗

兴寄高远，读之有不可晓者，得君之解，玩味累日，如梦而

寤，如醉而醒，如痿人之获起也，岂不快哉！”[3](P5)可知读者

也认为通过阅读注释文本，有如从迷梦和狂醉中清醒过

来，诗歌之义和诗人之意都能一一显现于眼前。

3. 知音说和前贤佳注的影响。《吕氏春秋》卷十四“本

味”条记载，伯牙弹琴，钟子期就能明白琴声所传达的伯

牙的心意。高山流水，后世遂成为知音的代名词。知音难

得，所以钟子期去世以后，伯牙就“破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

琴，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”[18](卷 14)。高山流水的佳话对后

世文人的影响极大，首先是开启了后人对知音的渴望和重

视。如陶渊明感叹“知音苟不存，已矣何所悲”[19](卷 4)，就表

达了当世没有知音的寂寞，其实也隐含着对知音的渴望。

其次，这一故事使后人相信自己也可以尚友古人，成为前

贤的知音。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就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，云：

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；沿波讨源，虽

幽必显。世远莫见其面，觇文辄见其心。”[9](卷 10)尽管在作者

和读者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时间之河，但是真正的

理解却并不是只能在传说中出现。刘勰认为，只要读者放

弃成见，设身处地，有理解之同情，那么文本之义、作者之

心完全可以把握。

可以说，刘勰是为“知音说”提供了理论依据，而前贤

的一些精当的注本，后世流传，这也为注释者提供了现实

中的榜样。通过对诗文进行注释亦可以达到“立言以不

朽”，这也是不少注者穷其毕生精力进行注疏的一个初衷，

他们也希望能像前贤一样通过注本而流芳百世。

在经史方面，杜预注《左传》，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极为成

功。杜预、师古因此被称为左丘明和班固的功臣，也就是异

代之知音，因为他们对《左传》和《汉书》的流传起到了很大

的帮助。在文学方面，李善的《文选注》也流传世间，广受称

誉。这些都使赵夔从注东坡诗集之始，就自拟为东坡知音，

并希望自己倾注心血的注本能像前贤佳注一样流传后世，

而自己亦可以继踵前贤，留名青史。

从读者角度看，他们也确实把好的阐释者当成作者的

知音。如钱文子《薌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》云：

昔白乐天作诗，使媪读之，务令易知，而扬子云草《太

玄》，其词艰深，人不能通，乃曰“后有扬子云，必好之矣”。

古之君子，固有不徇世俗而自信于后世之知我者。若公于

山谷，既以子云而知子云，其为之训释，则又谆谆然为人言

之，是亦乐天之志也。[3](P499)

虽然山谷诗作亦颇如扬雄《太玄》“其词艰深”，难以理

解，但是史容却能“以子云而知子云”，“为之训释”，也就是

“以才学为注”，用浅易之词注出山谷诗歌中的艰深之意。

钱文子认为史容就称得上山谷的知音。

又如陆游《施司谏注东坡诗序》云：

古诗唐虞庚歌，夏述禹戒作歌。商周之诗，皆以刊于

经，故有训释。汉以后诗，见于萧统《文选》者，及高帝、项

羽、韦孟、杨恽、梁鸿、赵壹之流歌诗见于史者，亦皆有注。

唐诗人最盛，名家者以百数，惟杜诗注者数家，然概不为识

者所取。近世有蜀人任渊，尝注宋子京、黄鲁直、陈无己三

家诗，颇称详赡。……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，用功且

深，历岁久，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，则于东坡之意，亦

几可以无憾矣。[4](P2833~2834)

任渊注宋、黄、陈三家诗，颇称详赡，为陆游称赏；同

样，施注苏诗，也因积数年之功注出东坡诗意，被陆游由衷

推许。由此可见，注者当初希望以注本而使声名获得流传

的愿望也得以实现。

三、对“以才学为注”的评价

正如杜预、颜师古被认为是左丘明和班固的功臣一

样，宋代进行“以才学为注”的阐释者也是诗家之功臣，他

们对诗集的解读、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如钱文子《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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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》谓史容“于山谷之诗，既悉疏理，无

复凝结，而古文旧事，因公之注发明者多矣。……而公以博

洽之能，乃随作者为之训释，此其追慕先辈、嘉惠后学之

意，殆非世俗之所能识也”[3](P499)。充分肯定史容“以才学为

注”对黄庭坚诗歌的解读多有发明，同时又嘉惠后学，使读

者能很方便地理解黄诗。以才学为诗，诗作犹如长江大河，

汪洋闳肆，气象万千，变化万状，一般人往往望洋兴叹，难

以理解，但阅读“以才学为注”的注本，读者仿佛乘坐了一

艘安全可靠的航船，经由文本之河，乘风破浪，直达作者本

意之彼岸。

由前论述可知，“以才学为注”的出现，是受汉唐经史

注疏和《文选注》的影响，但又不同于汉唐注疏之注重名物

制度、古词俗语等知识性内容的训释，也不同于李善《文选

注》的重释事而略释义。“以才学为注”更注重于对诗歌中

典故所蕴涵的作者意图的破解，以及作者使用典故时所采

取的独特艺术思维方式，如前文所引施注苏诗的例子，阐

释者在注释典故之时就非常注意联系时事，并由此获得典

故的深层寓意。这种采用“以古典释今典”的做法就超越了

汉代经学“以今词释古语”的传统，而其对意义的追寻也超

越了汉唐经学及李善《文选注》的“释事而忘义”的弊端。另

一方面，“以才学为注”在注出作者用典的，同时，也展现了

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，为一般读者对文本的阅读、欣赏以

及模拟学习提供了典范。

“以才学为注”这一阐释方式对文本的注释确实非常

有效，而且也产生了一系列经典的注本，比如流传至今的

任渊等注释的《山谷诗集注》，而且到目前为止，尚未出现

可以超越此注本的阐释文本。

从阐释的有效性来看，“以才学为注”应该也是阐释

苏、王、黄、陈等人诗歌最适合的方式。这种阐释方式在后

世影响极大，特别是清代的诗歌阐释学，就继承了“以才学

为注”的衣钵。如杭世骏在《道古堂集》卷八《李义山诗注

序》中指出：“诠释之学，较古昔作者尤难。语必溯源，一也；

事必数典，二也；学必贯三才而通七略，三也。”[20](卷 8)明确表

明注释文本时既须注出语典，又须注出事典，必须具备渊

博的学问才能作出有效的阐释，这与宋代“以才学为注”一

脉相承。同时，清代的诗歌阐释学又受当时经学阐释学的

深刻影响，实事求是，注重考据。因此，有清一代产生了许

多的注释精品，如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、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

等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
宋人“以才学为诗”，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，在诗歌创作

中善于“点铁成金”和“夺胎换骨”，手法巧妙，用事犹如己

出，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阅读困难，这是宋人“以才学为

注”出现的客观原因。同时，孟子“以意逆志”的尚意阐释学

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，使宋人觉得诗可以解；而

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，也使宋人希望通过对本朝

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“立言以不朽”。这些也是宋代“以才

学为注”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不可不注意的深层原因。通

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，宋代“以

才学为注”极为成功，这既有功于作者，又有益于读者，还

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；同时，这种阐释方式并不

排斥注者的主观参与，而将客观笺注和主观心解结合则能

带来更好的阐释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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